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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互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数量与

质量的良性互动机制。本文首先基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典型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分

析了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演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机制。采用

SYS－GMM 估计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以人均 GDP 为门限变量，分析了技术进步、制度变

迁及其交互项对经济增速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原有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不仅降低

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因技术与制度协同反馈机制的弱化，对经济增长造成双重制约。因此，应通过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注重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进一步优化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

互促机制，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互动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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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特征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

增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积累。随着人均 GDP 于 2008 年首次超过 3 000 美元，中国正式步入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但经济增长也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增速从 2007 年的 14. 2%降至

2008 年的 9. 7%，2016 年增速为 6. 7%，2017 年增速小幅回升至 6. 9%。可以看出，随着要素禀赋结

构的变迁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原有数量追赶战略与要素驱动方式不能继续为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持

续增长动力，可见，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的发展挑战。
目前关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视角: 一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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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基于增长机制的视角，认为经济增速阶段性持续下滑是由于经济增长动力的阶

段性缺失。二是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的失衡、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是导致经济增速阶段性下滑的根本原因。
在以经济增长理论和生产函数为基础分析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1］、马光远［2］认为，低收入阶

段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作用的投资驱动力，但随着投资主体的转变，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

以及投资活动导致的收入分配扭曲和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的制约，资本积累对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

增长的贡献有限，甚至会制约经济增长。二是刘伟［3］、李扬和张晓晶［4］认为，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刘

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而随着自然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强，自

然资源的环境成本也持续上升，导致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核心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在

尚未形成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的调整期，原有比较优势的削弱是制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

键因素之一。三是张德荣［5］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的后发优势不断缩小，而有限的创新驱动能力使得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缓慢，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速率的放缓，这些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因素。除了要素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发

展经济学还强调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军和陈诗一［6］、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

组［7］、钞小静和任保平［8］、刘世锦［9］认为，地区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失衡、过

度城市化、诱致性的产业结构变迁等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供求失衡问题阻碍了

经济增长。此外，学者们从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滞后的制度创新是阻碍新

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李富强和董直庆［10］、郑若谷等［11］、田国强［12］指出，经济体制改革

的滞后导致了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仅降低了生产效率，还制约了经济

规模和产业发展。李子联和华桂宏［13］、郑秉文［14］、周文和孙懿［15］认为，不合理的成果分配制度导

致了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企业融资成本过高、资源竞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促使社会利益结构趋于固

化并形成利益集团，导致动态不平衡，进而造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经济增速的阶段性持续下降，体现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

及制度环境不能满足新的发展要求，导致地区经济无法继续保持规模报酬递增，原有的高速增长难以

为继。关于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已有很多，其详细阐述了资源禀赋条件的阶段

性变化和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机制，但基于影响因素间系统性考察及其影响路径的研究十分有

限。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进，分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互动机制的阶段性演

化，探求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何建立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互动机制，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地区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依据世界银行 2012 年的标准，2007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 GNI) 首次达到 3 063 美元，成功

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于 2015 年达到 6 470. 42 美元，顺利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尽管中国

经济增速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差距也不断缩小，但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中

国经济增长率呈现大幅波动下滑的态势，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幅度

也超过其他经济体的下滑幅度。这表明，随着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制约经济增长的因

素逐渐显现，对新的发展阶段中经济增速、增长稳定性以及产出有效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主

要经济体人均 GNI 年增长率的时序波动，如图 1 所示。从国际统计数据来看，多数低收入国家都能

成功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但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各国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差异

性逐渐显现。一类是如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东亚新兴国家，在经历短暂经济调整期后，能够继续

保持经济增长，分别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成功迈入高等收入行列。另一类是如巴西、墨西哥等拉美

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无法继续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经济长期陷入停滞。因

此，基于对一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本文选择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进入

高收入阶段并与中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新加坡、日本与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与中国一样面临经济下

行压力且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墨西哥与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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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地区产业创新水平的差异化特征

高科技产业是一国以技术创新为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其发展是以先进的知识技术创新为基础，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品产业创新，强调知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换。因此，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活力，还反映了一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及

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竞争优势。一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越高，表明该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国际竞争优势越大。
代表经济体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的时序特征，如图 2 所示。成功迈入高等收入行列的

新加坡、日本与韩国等东亚国家，其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均在 20%以上，其中，新加坡

的高科技出口占比在 40%以上，最高达到 62%; 日本与韩国的高科技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基本

保持在 20%—30%。2000 年之后，韩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逐渐高于日本。而经济陷入停滞的墨

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占比均在 20%以下，且于 2000 年开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不同

于其他经济体在 2000 年出现的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并于

2005 年首次超过 30%。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 年起呈现小幅下降态势，但仍保持在 25%
以上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中国正逐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国际贸

易中的比较优势逐渐由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转变。

图 1 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均 GNI 年增长率的时序波动 图 2 代表经济体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

典型事实一: 经济体在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差异体现为以 “技术创新

—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为路径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差异。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

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能够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持久动力，通过创新驱动产业结

构高级化变迁，促进经济体迈入高等收入行列。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会随

着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减弱，逐渐失去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

端锁定更加剧了经济体遭受全球经济影响的风险，导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欠佳，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
( 二) 地区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化特征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为了有效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而不断进行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过程。
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需求有所差异，若要构建适宜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制度环

境，需要不断调整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经济增长的收益，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有效的激励机

制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有效的约束机制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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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和负外部性，还能通过规范政府职能，降低政府失灵，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制度变迁可以视为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过程，具体表现为市场机制的有效程度以及政府职能的规范化。有效的市场机制

不仅能够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升级产业结构，还能通过完善市场主体，提高企

业自主决策水平，培养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规范的政府职能不仅能有效弥补在创

新、环保等领域的市场缺失，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损失，还能通过完善的教育、医疗和

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育经济增长潜力。

图 3 代表经济体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占 GDP 比重的时序特征

一般而言，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

重能体现一国政府规模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

度。政府的规模直接影响了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力度以及公共职能的有效性。代表经济体的一般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的时序特征，如

图 3 所示。从图 3 中可以发现，不同收入阶段的

经济体，其政府规模均有较大差异。迈入高收入

阶段的经济体中，新加坡和韩国的政府规模较

小，其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相对

较低，新加坡的政府规模基本保持稳定，1990
年以来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在 10%左

右，韩国 的 政 府 规 模 自 2008 年 起 基 本 保 持 在

15%。相较之下，日本政府的规模较高，政府最

终消费比重在 2008 年之后基本保持在 20%。与

此同时，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巴西与墨西哥政

府规模变动较大，巴西的政府规模远大于墨西哥

的政府规模，1996 年以来，巴西的一般政府最

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在 20%，而墨西哥的一

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保持在 10%—13%。相较而言，中国的政府规模也存在较大波动，自 2000
年之后，政府规模不断下降，2008 年之后基本稳定在 14%左右。这表明，对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国家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显著差异，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影

响机制。高彦彦等［16］认为，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张能够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改善投

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的扩张具有增长效应和溢出效应，能有效缓解各种市场失灵，促进

经济增长。但杨子晖［17］认为，公共支出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还会滋

生寻租行为，损害经济效率。因此，一国的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较大

的政府规模并不一定制约经济的增长，较小的政府规模也并不一定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典型事实二: 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差异体现为以政府与市场关系变

迁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的差异。一些国家或地区能够随着发展阶段变迁积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

方面，利用市场机制保障要素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提高经济增长

效率，培育并释放增长潜力，促进经济体顺利迈入高等收入行列。而一些国家或地区则由于其政府规

模和政府职能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相符，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导致低效的要素配置和宏观调

控，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见，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及配置结构，政府规模反映了市场机制的有

效程度以及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性。因此，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

基础的政府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是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展差异的具体体现。由于技术进

步是提高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涵，而制度环境是保障经济增长过程稳定性和增长成果有效性的

重要基础，这两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益和代价，因此，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质

量对经济增长数量积累具有重要的反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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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阶段性下滑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设

根据上文针对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经济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方面的差异分析可知，随着

发展阶段的变迁，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的反馈机制。从经济发展的

过程来看，技术进步是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保持经济增长

动力的关键，制度变迁则是保持市场活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生态环境代价，培育和释放经

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协同互促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演进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路径，并

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间的互动机制。
( 一)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低收入起飞阶段的协同演进特征

在低收入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数量增长的特征，充裕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一国数量型经

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禀赋，资本和技术要素相对稀缺，且道路交通、物流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滞后对

要素自由流转和产业自发集聚的支持作用有限。因此，一国经济在低收入起飞阶段需要通过大量投入

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要素来弥补技术和资本有限的不足，通过提高单一要素生产效率，以要素驱

动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数量的迅速积累，并随着要素驱动的不断推进快速积累资本，逐渐由要素驱动

转变为投资驱动。与此同时，政府不仅要通过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部门的协调发展，还作

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所有权诱致有限要素的流转和集聚，推进

产业结构的变迁，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经济增长。
由于低收入起飞阶段创新要素有限，质量型增长的要求不明显，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产学研间的协

调机制尚未健全，此时，一国经济可以在充分发挥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的基础上实现数量型增长，强调

发挥后发优势，并通过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和引入外资等方式，有效弥补技术要素不足的缺陷，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从而加速缩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同时，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方

面，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有限，创新成本和风险较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起飞阶段，应以政府

为主要创新主体，为产学研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条件和环境，注重科技创新能力。此时由于科技

成果转化率有限，依靠创新成果扩散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能力不足。且由于在低收入起飞阶段，要素市

场和产品市场尚未健全，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一国政府比较注重发挥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

干预，强调激励机制对释放市场活力的作用，忽视约束机制对降低市场失灵的贡献。
假设 1: 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起飞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要素和资本驱动数量型增长，发挥

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注重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强调激

励机制的制度环境。在这个阶段，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发展路径有效地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为低收入

起飞阶段经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
( 二)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协同演进要求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得到初步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和国民素质均有显著

提升，但发展初期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逐渐消耗殆尽，资源环境约束也不断加强，这些都使得初期

依靠要素和资本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随着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缩小，模仿

创新的空间亦不断缩小，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和技术引进的技术进步路径已经不能为经济增长和经济赶

超提供充足的动力支持。数量追赶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需要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转变。与此同

时，随着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逐渐完善，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能力亦不断被削弱。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追求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题，随着要素驱动力和资本驱动力的衰减，需

要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为路径，发挥创新驱动力，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

力，形成新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因此，为了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一国需

要构建以企业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保障知识、技术、
产品以及产业创新等各环节间的转化效率，通过创新在产业、区域间的扩散，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高级化以及地区间的协同发展，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的质量型增长提供动

力机制。此外，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是创新驱动机制的前提，健全的要素市场价格体系是形成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需要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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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减少政策诱致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企业创激励机制，扩大政府对

基础创新领域的投入，弥补市场机制在创新领域的缺失。通过构建有效的风险保障机制和产权保护机

制，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保障企业的创新利润，并通过完善约束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降低经济增

长的代价和市场竞争的负外部性，以公平有效的成果分配机制和公共的服务水平，全面提高经济增长

成果的有效性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培育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新要素; 通过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

变迁的路径，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经济增长质量对数量积累的支

持作用。
假设 2: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

通过创新驱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辅之以政府的间

接调控保障的制度环境。市场主导的均衡发展路径不仅提升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了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还保障了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成本，最终通过经济增长质

量的提高为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持久的动力机制。
假设 3: 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以及之间的协同机制会随着发展阶段的

变迁而不断演化，如果低收入起飞阶段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及时做以调

整，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会制约新阶段的经济增长。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上文关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阶段性路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假设，下文将基

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征和影响机制，

以寻求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
( 一) 变量定义及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 1996—2016 年中国 ( 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实际 GDP 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变量。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为了

反映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情况，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 ( TFP) 变化率反映技术进步，选取地区非

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比反映地区非国有化程度以体现制度变迁。其中，采用 DEA 方法，以真实 GDP
为产出，以就业人口和资本存量为投入，利用 Malmquist 指数测度计算出各省份 1996—2016 年的 TFP
变化率。此外，借鉴经典研究文献的做法，本文分别选取了工业化程度、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城

市化率、地区开放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力资本以五种受教育程度测算的实际

人力资本衡量。具体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以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 和表 2 所示。从各变量的均

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各变量所呈现出来的省级差异加大。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变量性质 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 DGDP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

解释变量
技术进步 TFPCH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

非国有化程度 NSO 地区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比

门限变量 人均 GDP PGDP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年末人口数

控制变量

工业化程度 IND 非农产业增加值 /地区生产总值

人力资本 LNHＲ 五种受教育程度测算的实际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

投资增长率 FAＲ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 /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市化率 UBＲ 城市非农人口数 /地区总人口数

地区开放程度 OPEN 地区进出口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规模 GOV 地区一般政府财政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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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统计性特征 ( 1996—2016 年)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GDP 10. 865 2. 578 －2. 500 23. 830
TFPCH 0. 998 0. 402 0. 837 1. 284
NSO 0. 551 0. 208 0. 101 0. 910
PGDP 24 810. 900 22 416. 100 2 048 118 198
IND 0. 857 0. 082 0. 620 1. 000
LNHＲ 8. 210 1. 001 4. 977 10. 390
FAＲ 0. 184 0. 135 －0. 450 0. 934
UBＲ 0. 474 0. 159 0. 210 0. 900
OPEN 0. 285 0. 363 0. 026 1. 761
GOV 0. 187 0. 210 0. 050 4. 960

( 二) 检验模型

本文的经验检验建立在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

上，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t =C+βiGexpenditureit +∑j αjControl+μ
*
it ( 1)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Gexpenditure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技术进步和制

度变迁，Control 包含工业化程度、人力资本、投

资增长率、城市化率、地区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

等一系列控制变量，μ*
it =γi +μit，γi 为个体效应，

μit为随机效应，β i 和 α j 为待估参数。

在对面板进行估计时，要根据 Hausman 结果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抑或随机效应模型，主要

检验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另外，考虑到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 Blundell 和 Bond 提出的系统广

义矩估计进行分析。SYS－GMM 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模型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残差差分项不存在高

阶序列相关的分析，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通过 Hansen 和 AＲ ( 2) 检验进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

和 SYS－GMM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固定效应模型和 SYS－GMM 估计结果

变 量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SYS－GMM 估计

模型 ( 1) 模型 ( 2) 模型 ( 3) 模型 ( 4) 模型 ( 5) 模型 ( 6) 模型 ( 7)

L. DGDP 0. 856＊＊＊
( 12. 340)

0. 681＊＊
( 7. 190)

0. 729＊＊＊
( 8. 480)

0. 781＊＊＊
( 8. 800)

TFPCH 12. 961＊＊＊
( 4. 660)

14. 451＊＊＊
( 5. 640)

13. 904＊＊＊
( 5. 580)

33. 973＊＊＊
( 8. 920)

24. 962＊＊＊
( 3. 61)

34. 717＊＊
( 5. 560)

34. 087＊＊＊
( 6. 170)

NSO 1. 822＊＊
( 2. 390)

1. 999＊＊
( 2. 390)

1. 880＊＊
( 2. 270)

0. 835
( 0. 980)

－3. 868*

( －1. 280)
－0. 814

( －0. 470)
－2. 220*

( －1. 720)

IND 22. 856＊＊＊
( 7. 420)

23. 646＊＊＊
( 8. 010)

21. 440＊＊
( 2. 430)

23. 510＊＊＊
( 2. 910)

11. 358*

( 1. 995)

LNHＲ 0. 355
( 0. 910)

1. 337
( 1. 290)

FAＲ 6. 789＊＊＊
( 10. 450)

6. 749＊＊＊
( 8. 010)

2. 582*

( 1. 820)
2. 307＊＊
( 2. 020)

2. 580＊＊
( 2. 100)

UBＲ －19. 297＊＊＊
( 3. 660)

－17. 590＊＊＊
( －8. 180)

－15. 510＊＊＊
( －2. 650)

－8. 279
( －1. 560)

OPEN 2. 987＊＊＊
( 3. 660)

3. 201＊＊＊
( 4. 100)

3. 607
( 1. 430)

GOV 0. 025
( 0. 060)

－1. 637
( －0. 830)

常数项
－3. 076

( －1. 070)
－20. 098＊＊＊
( －5. 110)

－18. 160＊＊＊
( －5. 520)

－32. 927＊＊＊
( －8. 720)

－43. 302＊＊＊
( －4. 380)

－48. 037＊＊＊
( －6. 270)

－40. 752＊＊＊
( －5. 030)

Ｒ2 0. 039 0. 296 0. 296
F 值 12. 090＊＊＊ 31. 210＊＊＊ 41. 550＊＊＊

Hausman 检验
( P 值)

5. 870
( 0. 118)

38. 870
( 0. 000)

31. 050
( 0. 000)

AＲ ( 2) 0. 081 0. 310 0. 375 0. 155

Hansen 值 0. 449 0. 317 0. 456 0. 467

注: 1. 样本区间为 1996—2016 年; 2. 括号中的数值为 z 值; 3.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意义

上显著; 4. AＲ ( 2) 和 Hansen 是二阶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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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估计结果及解释

从表 3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第一，颜鹏飞和王兵［18］研究认为，中国 TFP 的增长源于技术进

步，实证分析表明，代表技术进步的 TFP 进步率对经济增速具有正向作用。从模型 ( 1) —模型 ( 7)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 SYS－GMM 估计中均显著，并且影响权重最大，相关系数均高

于制度变迁的影响。这与王志刚和龚六堂［19］、赵志耘［20］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技术进步对中国经

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代表制度变迁的非国有化程度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与经济数量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 SYS－GMM 估计中估计值为负且不显著。这体现了以非国有化程度变迁为代表

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作用机理不稳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与王

文举［21］、樊纲和王小鲁［22］关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周业安和章泉［23］、吕

朝凤和朱丹丹［24］认为，尽管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主体、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长期经济增

长，但改革成本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特别是地方财税体制的改革、市场主体多元化

的改革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调节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力，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中，投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均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作用，其中，

工业化程度以及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与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驱动下的产业结构变迁

的特征相符合。余泳泽［25］认为，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主要来源，雷钦礼［26］指出，工

业化水平的提升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但蔡文龙［27］提出，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

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可能降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刘伟和张辉［28］也认为工业化程度对

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技术进步但大于制度变迁的影响，也体现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

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缩小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刘元春［29］提出，产业结构的升级无

论是在增长质量的改善还是在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速的贡

献较低，这与杨建芳等［30］、杜伟和杨志红［31］的实证分析结论一致，虽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

边际贡献较大，但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并且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

济增长，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能力较弱，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显著。此外，地区

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主要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发挥以廉价劳动

力、自然资源要素为主的比较优势，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使中国抵御全球经济危

机的能力较弱，因此，对外贸易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政府规模与城市

化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也体现了中国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

度的约束作用。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失衡、过度城市化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限制了经济增长。因

此，从动态面板模型可以看出，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可以通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构建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有力推进中国从低收入阶段成功

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 四)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影响机制的阶段性变化，本文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

型估计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笔者选择衡量发展阶段的人均 GDP 作为门限

变量，考察上述解释变量的门限效应。先检验门限效应的存在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限效应的

估计模型。面板门限的构建基于 Hansen［32］的模型，基本方程如下:

yit =μi +β'1xit I ( qit≤γ) +β'2xit I ( qit ＞γ) +eit ( 2)

其中，qit为标量，xit 为 K 维向量，eit ～ iid ( 0，σ2 ) ，γ 为未知门槛，I ( ·) 为指标函数。式

( 2) 可以表示为: yit =
μi +β

'
1xit +eit，qit≤γ

μi +β
'
2xit +eit，qit ＞γ{ 。

样本观察值被分为两个区域，当 qit≤γ 时，I ( ·) = 1; 反之为 0，如此可以得出误差平方和。
使方程取值最小的参数 γ 即为门限值。在实际估计门限值时，通常的做法是运用 “格子搜索”寻找，

因而先对人均 GDP 进行升序排列，并根据 Hansen［32］的检验过程忽略掉前后各约 10%的观测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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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为门限值，逐一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获取其残差。利用残差平方和最小原则找到门限估计

值后，再利用自助抽样法模拟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及其临界值以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具体结

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人均 GDP 为门限的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模 型 Wald F 值 P 值 结 论

人均 GDP
单一门限 61. 690 0. 000 拒绝原假设

双重门限 28. 680 0. 066 拒绝原假设

三重门槛 15. 280 0. 468 接受原假设

在确定了具体的门限值之后，本文利用 Stata14 进行面板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以人均

GDP 为门槛变量中，经过搜索得到第一个门限值为 34 500，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且得到

的 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 000，拒绝无门限效应的原假设，说明门限是真实有效的。于是，先固定第一

个门限值，然后再寻找第二个门限变量，得到相应的门限值分别为 31 930 和 50 160，其对应的残差

平方和也最小，进行门限检验得到 F 的统计量的 P 值为 0. 066，依然小于 0. 100，拒绝原假设，接受

双重门限的存在。由此，进一步进行三重门限检验，得到的 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 468，大于 0. 100，

因此，接受原假设，拒绝三重门限的存在。由此，门限模型为双重门限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面板门限的估计结果

变 量 模型 ( 8) 模型 ( 9) 模型 ( 10) 模型 ( 11) 模型 ( 12)

常数项
－30. 220＊＊＊
( －8. 430)

－30. 14＊＊＊
( －8. 430)

－9. 716＊＊＊
( －4. 430)

－9. 646＊＊＊
( －4. 420)

－38. 360＊＊＊
( －4. 890)

TFPCH

( 2 048，31 930］ 14. 691＊＊＊
( 6. 450)

14. 687＊＊＊
( 6. 450)

23. 786＊＊＊
( 3. 240)

［31 930，50 160］ 17. 005＊＊＊
( 6. 640)

16. 995＊＊＊
( 6. 640)

26. 579＊＊＊
( 3. 460)

( 50 160，118 198］ 7. 342＊＊＊
( 2. 930)

7. 332＊＊＊
( 2. 930)

18. 770＊＊
( 2. 440)

NSO

( 2 048，31 930］ 4. 192＊＊＊
( 5. 660)

4. 197＊＊＊
( 5. 670)

25. 844*

( 1. 700)

［31 930，50 160］ －2. 628*

( －1. 790)
－2. 613＊＊
( －1. 780)

－11. 996
( －0. 850)

( 50 160，118 198］ 7. 394＊＊＊
( 3. 540)

7. 412＊＊＊
( 3. 550)

35. 276＊＊＊
( 2. 850)

TFPCH
×NSO

( 2 048，31 930］ 4. 152＊＊＊
( 5. 540)

4. 156＊＊＊
( 5. 550)

－21. 240
( －1. 410)

［31 930，47 377］ 0. 364
( 0. 460)

0. 371
( 0. 470)

9. 450
( 0. 650)

( 47 377，118 198］ －2. 099*

( －2. 500)
－2. 089*

( －2. 490)
－30. 513*

( －2. 380)

控制变量

IND 10. 460＊＊
( 3. 690)

10. 408＊＊＊
( 3. 680)

12. 670＊＊＊
( 4. 390)

12. 624＊＊＊
( 4. 380)

10. 872＊＊＊
( 3. 860)

LNHＲ 2. 595＊＊＊
( 6. 470)

2. 590＊＊＊
( 6. 460)

1. 356＊＊＊
( 3. 750)

1. 351＊＊＊
( 3. 740)

2. 345＊＊＊
( 5. 860)

FAＲ 5. 623＊＊＊
( 9. 902)

5. 625＊＊＊
( 9. 930)

5. 163＊＊＊
( 8. 800)

5. 166＊＊＊
( 8. 820)

5. 552＊＊＊
( 9. 910)

UBＲ －15. 040＊＊＊
( －5. 470)

－15. 090＊＊＊
( －5. 490)

－10. 040＊＊＊
( －3. 690)

－10. 073＊＊＊
( －3. 710)

－13. 877＊＊＊
( －5. 040)

OPEN 3. 590＊＊＊
( 5. 080)

3. 597＊＊＊
( 5. 090)

4. 097＊＊＊
( 5. 650)

4. 102＊＊＊
( 5. 670)

3. 466＊＊＊
( 4. 930)

GOV －0. 136
( －0. 360)

－0. 124
( －0. 320)

－0. 103
( －0. 280)

珚Ｒ2 0. 593 0. 598 0. 553 0. 552 0. 537
F 检验值 67. 720＊＊＊ 83. 350＊＊＊ 77. 080＊＊＊ 99. 040＊＊＊ 72. 270＊＊＊

注: 1. 样本区间为 1996—2016 年; 2.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判定系数珚Ｒ2 介于 0. 500—0. 600，说明模型解释力度较强，同时，从回归系

数来看，核心解释变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门限效应，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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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 GDP 达到 31 930 元 ( 约为 5 136 美元) 、50 160 元 ( 约为

8 050美元) 分别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用的两个拐点。一般来讲，人均 GDP 达到 18 600 元 ( 约

为 3 000 美元) ，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4 4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可以看出，以 TFP 的变化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在各发展阶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先增加后减弱的趋势，当人均 GDP 小于 31 930 元 ( 约为5 063美元)

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14. 6%，即在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跨越过程中，技术进

步的贡献较大。但在 31 930—50 160 元阶段，即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后，TFP 的贡献率增至 17%作

用。但在人均 GDP 达到 50 160 元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有所减弱，约为 7%。在制度变迁方面，非

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当人均 GDP 小于 31 930 元 ( 约为 5 063 美

元) 时，非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4. 2%，仅为技术进步贡献率的 1 /5，但在 31 930—
50 160 元阶段，即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非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呈现不显著的微小负相关关系，

但在人均 GDP 达到 50 160 元后，其对经济增长又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贡献率与技术进步的贡

献率相似，约为 7. 3%左右。这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的变迁而变化。总体而言，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高于市场化改革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由中

等收入阶段向中高等收入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而如果制度变迁

相对滞后，则会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机制，这也可能是导致经济增长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重要原因。本文在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交互项的门限变化情况的考察中发现，人均 GDP 达

到 31 930 元和 47 377 元，分别是两个拐点。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交互影响对经济增长

呈显著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正向反馈机制也逐渐缩小，

甚至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出现了负相关。这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非协同状况可能是制约当前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地区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均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的

正向作用，贡献率依次降低。政府规模与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造成不显著的负向作用，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与上文 SYS－GMM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与大多数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一致。可见，随着经济增

长阶段的变化，需要调整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一方的滞后或两个反馈机制的弱化都会制约经

济增长。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会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先增加，其中，在

中高等收入阶段的贡献最大，随后有所下降。以市场主体多元化改革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

正向作用会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出现较大变动，特别是在迈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会对经济增长造

成不显著的微小的负向作用。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也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

下降不断弱化。可以看出，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未能及时转变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不仅

降低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通过弱化技术与制度互动反馈机制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造成了

双重约束机制。
五、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各国在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差异化比较，分析了技术

进步与制度变迁在不同经济阶段的差异和发展要求，进而分析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阶段演进关系

特征。研究表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转变技术进步的路

径，提升制度创新能力，还需要加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协调互促机制，既要通过有效的激励

机制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又要健全约束机制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高质量发

展需要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注重制度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支持作用，形成有效

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调互促机制，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

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形成正向反馈机制，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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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互动。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新阶段、优化经济

增长质量对增长数量的正向反馈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培育并发挥高效的创新驱动能

力。因此，需要切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领域的创新活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与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具体来看: 一是应在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创新转化率

的关键主体———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不仅要通过构建有效的要素价格体系促进要素自

由流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以激发企业的自主

创新活力，还应通过完善技术信息市场，为企业创新活动培育更多的创新要素、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

的需求市场。二是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要有效利用后发优势，释放新的后发优势，增强对技术

设备等的引进后再创新和适用性的转变水平，逐步从原有的直接引进技术设备、模仿式创新模式转变

为创新理论的学习和突破，以及国际联合研发合作的模式。三是应进一步提升中国自主研发和创新能

力，注重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与产能转换的水平，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产学研联合研发的自主

创新机制，提高中国在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以求在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

同时，为未来的超越奠定基础。通过建立公共性的科技研发与服务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促进与技术

关联的行业和产业联合创新，完善技术的扩散机制，协力突破企业面临的共同技术瓶颈。
第二，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调促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互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

调主要体现为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为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有力的创新条件和完善的创新环境，其

关键在于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积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来看: 一是要进

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变要素所有者面临的激励和约

束条件，推进传统要素跨部门、跨地区的流动与配置，有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还要通过有效的市场

竞争机制，促使企业进行产能改造和产品创新，通过提升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创新等

方面的效率和质量，使高效率、高质量的企业实现规模生产，淘汰低效能、高负债的僵尸企业，从而

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二是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在宏观调控方面，应逐步

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尤其是对微观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要素

和产品自由流动的障碍，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决策能力。
三是要实现区域城乡间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通过提供政策扶持和战略引导的方式，使城市

圈与经济带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地区差异，提升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方面，除了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保障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

力，补偿创新外溢带来的利润损失，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外，还应优化完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

系，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性，提升国民素质，优化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要素的质量，强化约束机

制，加大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及对污染的治理能力和问责机制，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生产活动，

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第三，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互动。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

和效率的提升，是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传统要素红利逐渐衰减，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回落，前期刺

激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诸多发展困境的关键措施。从供给推动机制来看，应从单一动力机制转变为多元

动力系统，进一步优化要素供给结构，还应提高要素重置效率，重塑要素供给推动力，逐渐由劳动力

驱动、资本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特别是对于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不仅需要优化人口政策、完善教

育体系，通过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转变劳动力结构以适应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为经济增长创造

更多的“人才与知识红利”，逐渐替代 “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作用; 还应打破劳动力的流动限制，

化解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阻滞，统一城乡要素市场，缩小地区社会保障差异，建

立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在资本的配置效率方面，需要优化投融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通过金融市

场改革，优化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释放民间投资增长的活力，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有力支持。通

过健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从需求拉动机制来

看，关键是协调国内外需求，转变以外需为导向的消费战略，协调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推进由投资主

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应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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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在注重初次分配效率的同时，提高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增加职工初次分配收入，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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